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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认识论——相互验证的三种认知模式

摘要。 本文阐述了“和谐认识论”（即和谐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将其视为一种三模态结构：其中，论证性理性、沉思性直接认知以及趋同性确认作为三种相互验证的知识模式，任何一种单独存在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认知。 该立场旨在反驳后笛卡尔主义的狭隘化倾向——这种倾向逐渐将沉思性直接认知排除在关于现实的证据之外，并在史蒂文·卡茨的语境主义论点中达到当代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该论点主张不存在未经中介的经验，因此沉思性报告无法作为证据从孕育它们的传统之外被提取出来。本文论证，这种排斥基于一种康德式框架，而该框架如今在主流心智哲学中正因“具身认知”的研究以及感知哲学中“直接现实主义”的回归而受到质疑；正是跨模式的冗余性，使得实质性的比较形而上学 ——包括本文与《灵魂的五种图景》系列论文共同构建的“图景论”立场——得以在任何单一模态的挑战下屹立不倒；而由瓦雷拉、汤普森和扎哈维引领的沉思性现象学转向，连同加内里的跨文化心智哲学研究，正逐步重新发现三模态立场所阐述的理论体系。 本文将福尔曼（Forman）的“纯粹意识事件”回应视为一种部分盟友，但因其仍局限于单一模态而未能成功；将该立场与普兰廷加（Plantinga）的改革认识论区分开来，认为后者属于“信条式”而非“结构性与跨传统性”的；并通过展示跨模态验证（基于真正独立的输入）是所有严肃探究的标准交叉验证结构，从而回应了“相互验证自相矛盾”的循环论证质疑。 本文将该立场提出为一种认识论范式，在此范式下，整个“和谐主义”——包括《和谐现实主义》中的形而上学论题、《灵魂的五种图景》中的图景学证据，以及《对齐人工智能中的教义忠实性》中的架构回应——才得以作为哲学工作被理解。

关键词。 认识论、沉思体验、语境主义、永恒主义、卡茨、纯粹意识事件、三模态认知、相互验证、沉思现象学、和谐主义。




I. 单模态定论与候选框架

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后笛卡尔时代的学术界最终确立了单模态的认识论范式。 最终存续的模式是通过数学化自然科学的论述机制进行的第三人称经验探究。那些未能存续的模式——第一人称沉思探究、传承体系中的见证，以及独立传统对共同内在领域的汇聚性见证——被逐步重新归类。沉思体验变成了关于主体的心理学数据，而非关于现实的证据。 传统见证变成了文化变体，而非传承的知识。跨传统汇聚变成了比较主义抽象的产物，而非传统所描绘的领域本身的特征。每一次重新归类都源于哲学动机。其累积效应形成了一种认知体制，其范围比探究实践——即使是在学术界内部——实际所需的更为狭窄。

这一共识始终面临着来自内部的压力。洛克的经验主义引发了那种递归，康德（1781/1998）试图通过先验论证来终结这种递归。康德为此付出了将“物自体”置于知识之外的代价——若不进行进一步修订，这一传统将无法继续承担这一代价。 现象学传统（胡塞尔 1913/1983；海德格尔 1927/1962；梅洛-庞蒂 1945/1962）试图以第一人称方法论对抗第三人称的“定式”；但在分析哲学主流中的接受程度参差不齐。 跨文化转向（Ganeri 2012, 2017；Thompson 2015；Siderits 2003）重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将非西方认识论视为“次哲学”而加以搁置的做法是否站得住脚。沉思现象学计划（Varela, Thompson, and Rosch 1991； Varela 1996；Depraz、Varela 和 Vermersch 2003）则重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经过训练的第一人称探究能否作为一种合法的经验方法论，而非仅仅是内省的好奇心。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单一模式的共识已从足够多的独立方向受到挑战，曾经的共识在支离破碎的学术图景中沦为众多选项之一。

这一挑战尚未催生出一个稳定的替代方案。 相关研究仍显零散：此处为第一人称方法论辩护，彼处为跨文化哲学比较辩护，又在分析哲学主流传统中复兴形而上学。所缺失的正是系统性的阐释——即对一种能兼顾这三种模式的认识论体系应具备何种结构特征、模式间如何关联、何种学科将它们凝聚在一起、以及这一整合立场必须回应哪些异议的明确界定。

本文以“谐波认识论”之名提供了这一阐释。 其核心主张在于：认识在结构上具有三模态性；每种模式都揭示了其他模式无法触及的现实维度；而这些模式通过跨模式的冗余性相互验证，而非依赖于任何单一模式的权威。这一立场并非对三者的综合——综合会消解区别。它是一种结构性阐释，说明当每种模式都保持在恰当的范畴内，且不允许任何一种模式侵占其他模式时，这三种模式如何协同运作。



II. 三模态立场

这三种模式均被视为合法且相互验证。每种模式都有其特有的运作方式、特有的优势，以及特有的失效模式——而其他两种模式则被定位为能够纠正这些失效。

论述性理性作用于命题内容。它遵循推理规则，通过形式重构和反例来检验主张，且任何能够接触相关命题及相关推理工具的人都能对其进行公开验证。 论述性理性是西方哲学工作的经典模式，也是当代学术话语的通用语言。其显著优势在于主体间的可及性：受过相同逻辑训练的任何人，都能对同一论证提出相同的批判。其典型失效模式是概念依赖性——它将其运作所依赖的概念视为根本，当这些概念所指向的领域本身并非命题时，便无法触及该领域。 对爱的论述性分析并非爱本身。对“在场”的论述性分析并非“在场”本身。《心经》通过命题否定来阐释空性，但这并非命题否定所旨在标记的体悟。论述性理性是必要的，但并非充分的。

“观照性直觉”——第二种模式——作用于第一人称的显露，而非命题内容。梵语传统称此模式为“jñāna”；希腊传统称“gnosis”；基督教观照传统称“对上帝的体验性认知”；而观照现象学计划（Varela 1996）则简称为“第一人称方法论”。 这种模式需要训练，因为未经训练的注意力不够敏锐，无法揭示经过训练的注意力所能揭示的内容——正如未经训练的感知无法看到组织学家通过显微镜所见的内容，即使肉眼和显微镜是相同的。这种模式的独特优势在于其独特的通道：它能够触及任何第三人称方法都无法企及的内在领域。 意识的结构、注意力的架构、能量在身体中心点间的炼金术式流动，以及《恰多伽奥义书》中被称为“达哈拉·阿卡沙”（dahara ākāśa）（奥利维尔 1998）的心之洞穴的精确特质——这些都不是第三人称方法通过其现有工具的任何延伸所能触及的。 冥想式直觉认知同样存在固有的局限：单个修行者的报告可能因个人病理而产生混淆或扭曲，也可能受其带入修行中的概念框架所塑造。若缺乏外部验证，冥想式直觉认知作为关于现实的论断来源便不可靠；而有了外部验证——即跨模式验证——它便成为其他任何模式都无法提供的不可或缺的认识论输入。

趋同确认——即第三种模式——通过跨越不同传统、方法和历史时期的三角验证来运作。它将话语分析的结论、冥想探究的发现以及其他独立传统的报告相互对照。其显著优势在于稳健性：一个能在多种传统、方法和时期中经受独立验证的论断，比仅基于单一来源的论断更难被推翻。其典型失败模式则是比较论者的选择偏见 ——即学者在选择比较对象时，可能在原本不存在汇聚之处人为制造汇聚。该模式需要通过使汇聚主张可证伪的标准来加以约束；若缺乏此类约束，汇聚性确认将退化为卡茨（1978）和夏夫（1995）所正确指出的那种人为造假式的选择性比较。 灵魂的五种图景合著的论文提出了相关规范（三项教义标准——连贯的形而上学、关于灵魂构造的本体论趋同、作为血脉传承的文明辐射范围），在此规范下，趋同性确认方能作为合法的认识论输入。

三模态立场的结构性主张在于：这三种模式相互验证。若某项主张经得起话语分析却被跨传统冥想探究所否定，则该主张值得怀疑；若某项冥想报告未获其他传统或方法的证实，则该报告仅具暂定性；若某项趋同主张经不起话语检验，则该主张不稳定。 三模态体系将经受住全部三种模式检验的内容视为已知。仅通过其中一种模式检验的内容则需附带适当的认识论标记——明确标注其通过了哪种模式，未通过哪种模式。这种标记的规范——即调和主义学说、经验证据、传统主张与开放性问题之间的区分——是三模态认识论在日常表述中的操作性体现，下文第七节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以上即为本论点。本文余下部分将针对四项常见异议进行辩护，并将其定位于当代哲学中与其最为接近的理论立场之中。



III. 回应卡茨：语境主义的挑战

史蒂文·卡茨（Steven Katz）的语境主义批判是当代针对本文所主张立场最有力的论点，任何将沉思性直接认知视为一种认识论模式的辩护都必须直接回应这一批判。

该论点贯穿于四部文集（Katz 1978, 1983, 1992, 2000）及一系列相关论文之中，其论证结构包含三个关键环节。 首先，卡茨援引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断言不存在未经中介的体验——每一种体验，包括每一种神秘体验，都是由体验者所带来的概念、语言和实践框架所构成的。其次，卡茨认为，因此，神秘体验在性质上具有特定传统特征：佛教徒的体验之所以是佛教的，是因为佛教教义、实践和制度的基底为其铺垫了基础； 基督教静修者的体验之所以具有基督教特征，也是基于结构上类似的理由；苏菲派的体验具有苏菲派特征；以此类推。第三，卡茨得出结论：关于神秘主义趋同的比较论断，是比较研究者的框架所构筑的产物，而非各传统所遭遇的任何潜在现实的特征。 各传统并未汇聚于某种共同的体验；它们产生的是截然不同的体验，而所谓“趋同”的表象，不过是比较论者强加于上的建构。

韦恩·普劳德福特（1985）将这一论点扩展至宗教体验的普遍层面，而罗伯特·夏夫（1995）则有力地将其应用于“佛教冥想能产生与其他传统相媲美的体验”这一具体主张。 到21世纪初，情境主义立场已成为学术宗教学界的默认观点。若主张不同传统之间存在趋同，便会招致情境主义者的反驳，而这种反驳颇具杀伤力。

三模态认识论必须阐明它对卡茨（Katz）观点的哪些部分予以认可，又对哪些部分予以拒绝。 其认可之处颇具意义。卡茨的观点是正确的：神秘体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受到概念的介导；一位接受过十年佛教范畴训练的修行者，必然会通过佛教范畴来理解自身的体验。卡茨的观点是正确的：永恒主义者更强烈的论断——即所有神秘体验在核心上都是相同的，仅由教义层面的覆盖物加以区分——实属过度主张。卡茨的观点是正确的：缺乏严谨标准的比较研究，可能会在不存在趋同之处制造出趋同。 这些观点均被认可。

三模态认识论所反对的，是卡茨从这些正确观点中得出的推论。认为神秘体验是“部分”概念中介的论断，并不能证明它是“完全”概念中介的。认为不同传统产生“部分”不同的体验，并不能证明这种差异性是彻头彻尾的。 “拙劣的比较研究是拙劣的”这一论断，并不能证明“优秀的比较研究是不可能的”。卡茨从正确的前提滑向强硬结论的逻辑，依赖于康德主义框架——即“所有经验皆由主体带入的范畴所构成”这一学说——而该学说本身在主流心智哲学中已受到质疑。

当代研究的三个方向正对卡茨所继承的康德式假设构成挑战。首先，具身认知理论（Varela、Thompson和Rosch 1991；Thompson 2007）认为，心智与世界是通过具身参与共同涌现的； 主体带来的范畴本身是由主体所参与的世界所塑造的，这种“带来”与“被塑造”的关系并非如康德所言那般可以分离。范畴并非强加于中性输入之上的固定网格；它们会对输入的实际内容作出响应。 其次，当代知觉哲学中的直接实在论（McDowell 1994；Travis 2004；Brewer 2011）重新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知觉能够使感知者直接接触到独立于心灵的现实，而无需在强康德意义上的范畴中介。第三，沉思现象学计划 （瓦雷拉 1996；德普拉兹、瓦雷拉与弗默什 2003）认为，经过训练的第一人称探究能够揭示出未经训练的主体范畴装置所无法产生的现象——范畴装置并非塑造经验的唯一结构，而经过训练的注意力能够揭示出该装置原本会遮蔽的内容。

当代研究未能做到——而三模态认识论恰恰做到了——的是阐明一种整合性结构，在该结构下，卡茨的正确观点得以被吸收，其过度延伸则被拒绝。这种结构即跨模态验证机制。 冥想式直接知觉是三种输入之一。其可靠性并非由其自身断言，而是通过话语分析对其的处理，以及不同传统、方法和时期之间是否存在趋同的确认来检验。一种其他传统未曾遇到、话语分析也无法定位的冥想报告是暂时的；一种与独立传统证言趋同、可被话语分析理解、 且经得起严谨的跨方法比较检验，则属于另一类。这是通过了交叉验证测试的证据——与其他严肃探究所产生的证据同属一类，只不过其呈现形式是单模式论所先验排斥的。

因此，卡茨（Katz）的最强立场恰是三模式认识论的自然输入，而非其对手。 卡茨所排斥的——即天真永恒主义关于“相同神秘体验”的主张——三模态认识论同样予以排斥。卡茨所驳斥的——即任何跨传统趋同主张都无法经受严谨交叉验证的可能性——三模态认识论则将其视为有效案例。卡茨的论点被严肃对待，并得到了结构性的回应。



IV. 回应福尔曼：纯粹意识事件论的得失

罗伯特·福尔曼针对卡茨的回应，通过两部文集（福尔曼 1990，1998）及一部综合专著（福尔曼 1999）得以阐述，这是后卡茨时代文献中针对情境主义最有力的一份永恒主义论据。 这一立场值得直接探讨，因为它比任何其他当代关于冥想体验的认识论都更接近三模态认识论，而区分两者的工作正是确立三模态立场正确性的工作。

福尔曼的论点贯穿于他所称的“纯粹意识事件”之中——即不同传统中的冥想者所描述的、无内容且非意向性的觉知片段。佛教的“止定”（nirodha samāpatti）， 印度教的“无分别三摩地”（nirvikalpa samādhi），基督教“不可知”的否定性黑暗，苏菲派“法纳”（fanā’）在非归属的瞬间，以及贵格会静默最深处的境界： 福尔曼认为，这些体验在不同传统中具有充分的结构不变性，因此卡茨关于普遍概念中介的主张不成立。如果存在非意向性事件——即没有供概念框架中介的命题内容的事件——那么“所有神秘体验皆由概念构成”的论断便已被反例所驳倒。

福尔曼论证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指出了一个真实的事实——跨传统冥想文献中描述的纯粹意识事件确实展现出一种结构不变性，这种特性能够抵御语境主义的消解。他指出了应对卡茨主张的正确哲学策略：并非否认某些神秘体验存在概念中介，而是证明并非所有神秘体验都如此。他确定了正确的分析层面： 应着眼于结构层面而非现象层面，关注报告所描述的是何种事件，而非两份报告是否使用相同的词汇。这些确是实质性的贡献，而三模态立场也吸收了这些观点。

福尔曼论证中未能满足三模态立场需求的方面。归根结底，福尔曼的论点仅基于单一的认识论模式。 纯粹意识事件之所以被视为关于现实的证据，是因为冥想式的直接认知在不同传统中以不变的形式揭示了它们。但卡茨式的回应是可行的：语境主义者可以承认纯粹意识事件确实发生，承认它们表现出跨传统的不变性，同时仍坚持认为，这些事件最好被解释为由冥想诱导的人类神经系统功能状态，与现实的结构并无进一步关联。功能状态解释并不要求进行形而上学的推论，即认为这些事件揭示了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若不从冥想模式之外寻求额外资源，福尔曼的论证便无法阻挡这种功能状态的回应，而他的框架并未提供任何此类资源。

三模态认识论提供了缺失的资源。纯粹意识事件并非全部依据；它们只是其中一个输入。 论证性理性提供了第二种输入——即关于为何功能状态解释作为冥想体验的普遍理论而不稳定的结构性论据：这些事件并非神经系统活动的随机副产品，而是由特定的修习实践可靠地产生，且对修行者后续生活产生具体影响；这种规律性的因果结构，才足以支撑本体论假设的形成，而非仅仅是解释性的贬值。 汇聚性验证提供了第三个输入：那篇《五幅地图》合著论文所记录的“地图学上的汇聚”——即由五个互不交叉、无交叉污染可能的独立文明谱系所绘制的灵魂结构解剖图——本身就是关于冥想模式所揭示之领域的证据，这种证据无法仅归结为单一传统中的报告。

当这三种模式协同运作时，关于静观者所遇之物的现实性的论据最为有力。任何单一模式都可能被推翻；正是跨模式的验证结构，使得这一联合主张能够经受住那些足以击溃任何单一模式的挑战。福尔曼（Forman）关于“纯粹意识事件”的论点，若置于三模式框架之中，其说服力便强于其自身框架下的表述。若将其从框架中抽离，它仍是一个真实但暴露在外的贡献。

冥想现象学计划（Varela、Thompson和Rosch 1991；Varela 1996；Thompson 2007, 2015；Depraz、Varela和Vermersch 2003）以及跨文化心智哲学研究（Ganeri 2012, 2017；Siderits 2003）均朝着同一方向发展。 二者各自论证了三模态认识论所阐释的统一结构中的特定方面。 瓦雷拉的神经现象学将第一人称方法论与第三人称经验调查视为相互制约的方法论——这是一种双模态版本的三模态立场。汤普森的《觉醒、梦境、存在》（2015）通过与印度和西藏的冥想传统对话，论证了冥想探究能产生真实的认识论输入。加内里的《自我》（2012）和《注意、 非我》（2017）将印度心智哲学引入与分析哲学传统的同行对话，将印度文献视为实质性的哲学对话者，而非单纯的人类学资料。西德里茨关于佛教个人身份哲学的研究，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类似的桥梁搭建。这些研究路径各自都在逐步重构三模态认识论所阐述的理论体系。

这种趋同本身即为一种实证。当代若干独立的研究脉络——尽管均未与和谐主义直接对话——却已抵达了整合的三模态框架所预言的结构性立场。这绝非巧合。当同一历史时刻内，多个研究项目得以进入同一真实领域时，便会发生这种现象。



V. 与改革派认识论的区别

在分析哲学传统中，与三模态认识论最为接近的当代思想是阿尔文·普兰廷加（Alvin Plantinga）的改革派认识论，该理论主要见于《理性与对上帝的信仰》（Plantinga 1983）、《有根据的基督教信仰》（Plantinga 2000）以及更广泛的“改革派认识论”项目 （普兰廷加与沃尔特斯托夫 1983；阿尔斯顿 1991）中逐步发展而来。二者既存在实质上的亲缘关系，也存在实质上的差异，这两点都必须明确指出。

普兰廷加的核心论点在于将宗教体验恢复为一种合法的认识论基础。针对证据主义传统——该传统认为对上帝的信仰需要命题证据才能获得理性支持——普兰廷加主张，对上帝的信仰可以是“恰当的基本信念”，即可以作为一种基础性信念，其本身无需建立在进一步的命题论证之上。 这一论点贯穿于一种正当性理论之中：当信念由正常运作的认知能力在适当环境中，依据旨在追求真理的设计方案所产生时，该信念即具有正当性。根据普兰廷加的观点，宗教信仰之所以可以成为“恰当的基本信念”，是因为它可由“神性感知力”（sensus divinitatis）所产生——普兰廷加认为人类具备这种认知能力，当其在适当情境下正常运作时，便能揭示神性。 威廉·阿尔斯顿（1991）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结构上类似的论点，认为基于宗教体验形成关于上帝的信念这一实践，其prima facie（表面上）的正当性与感知实践的prima facie正当性相同。

三模态认识论与改革派认识论的共识。二者均拒绝证据主义的要求，即沉思或宗教体验必须被还原为命题论证，才可视为认识论输入。二者都将对神的第一人称体验——或者， 用三模态术语来说，即沉思的直接认知——视为一种合法的认识论基础，而非仅仅是关于主体的心理数据。两者都认为，后笛卡尔主义的共识错误地将反驳此类输入的举证责任归咎于主体。这些是实质性的共识。

三模态认识论与改革派认识论的异见。这些差异是结构性的，且具有实质性影响。

首先，改革派认识论具有信条性质。 在普兰廷加的框架中，“神性感知”（sensus divinitatis）是一种认知能力，其正常运作能具体揭示基督教的上帝；其运作所依据的设计方案正是基督教神学所阐明的。普兰廷加明确指出，他的研究项目旨在捍卫“基督教”信仰，而非宗教信仰的一般性主张。该框架是一种以分析术语进行的内部基督教护教学。相比之下，三模态认识论则是结构性的、超越传统的。 它并不限定实践者所处的冥想传统；它所界定的，是任何足够严谨的冥想探究——无论属于何种传统或无特定传统——都能在该结构下产生关于现实的证据。印度、中国、萨满、希腊及亚伯拉罕诸教的认知图式均符合条件；无一享有特权；该框架的可辩护性并不取决于任何特定信仰的真伪。

其次，改革派认识论仅基于单一模式进行论证。根据普兰廷加的观点，恰当的基本信念直接植根于相关认知能力的运作之中——宗教信仰源于“神性感知”（sensus divinitatis），感知性信念源于感官。该认知能力的可靠性是在框架内部被断言的，而非通过跨模式验证来检验。 普兰廷加认为这是设计而非缺陷——恰当的基本信念无需外部依据，而要求这种依据正是证据主义的谬误。三模态认识论则持相反观点。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其他类型的单模态认识论基础，都系统性地容易受到特定模态失败案例的推翻。 三模态认识论对默观式直接认知所施加的规范，恰恰是改革派认识论拒绝施加的：默观模式中所揭示的内容，必须经由论证性分析对其进行的检验，以及独立传统间是否存在相互印证的确认来验证。

第三，改革派认识论运作于一种范畴之中，若不进行重大调整，便无法超越基督教神学传统而推广。 三模态认识论运作的范畴，从一开始就旨在包容所有冥想传统，并产生任何传统都能参与的证据主张。这种跨传统的覆盖范围并非事后补救；它是该立场的构成要素。

其结果是，两种宗教体验认识论在重要承诺上达成共识，但在结构形态上存在分歧。三模态认识论可被视为：若改革派认识论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跨模态验证和跨传统推广，它本应具备的框架。



六、循环论证的质疑

针对任何跨模态验证框架的标准质疑在于，相互验证存在循环论证。 如果论证性理性在由沉思性直接认知所协助确立的条件下验证沉思性直接认知，且如果汇聚性确认在由二者共同协助确立的条件下同时验证二者，那么该框架便是在自身内部进行自我奠基。每种模式都被视为在其他模式所设定的条件下作为证据，而联合主张则陷入了循环论证。这一反对意见以多种形式出现——作为内部一致性挑战、作为相互支持的循环性批判， 或是担忧：合作模式间的交叉验证，其证明力并不比单一模式的自我验证更高。

这一反对意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当各模式拥有真正独立的输入时，跨模式验证便不存在循环。 试看一个类比。天体物理事件的真实性——例如两颗中子星的并合——可通过独立观测渠道得到证实：响应时空扭曲的引力波探测器、响应电磁辐射的光学望远镜、响应高能辐射的伽马射线观测站，以及响应弱相互作用产物的中微子探测器。每种仪器都有独立的输入，并受独立的误差模式影响。 这些观测结果的相互印证，才是支持基本主张的证据。2017年对GW170817事件的多信使观测是当代天文学中的典范案例：引力波、电磁波和伽马射线观测台在数秒内探测到了同一事件，且各自通过完全不同的物理机制。这种印证并非循环论证，而是严肃经验研究中交叉验证的标准结构。

三模态认识论具有相同的结构，只不过是用三种不同的模式代替了三种不同的仪器。论证性理性有其自身的输入——命题的逻辑结构及其间的推理关系。沉思性直接知觉有其自身的输入——经过训练的第一人称注意力对内在领域的揭示。 汇聚性确认有其自身的输入——独立得出的主张在跨传统层面的结构性同一性（或非同一性）。每种输入在关键意义上都是独立的：每种模式都能得出其他模式未曾预见的结论，每种模式都能推翻另一种模式最初的肯定，且每种模式都存在其特有的失败模式，而其他模式则能捕捉到这些失败。它们之间的汇聚才构成证据。

一种更微妙的循环论证反对意见值得探讨。反对者承认这些模式拥有独立的输入，但主张识别趋同所依据的标准本身是可争议的，且该框架预设了这些标准而非对其进行辩护。对此的回应是：没有任何认识论框架能逃脱这种回归；关键在于预设的标准是否在其自身框架内是合理的，以及该框架能否阐明其理由。 三模态认识论预设：相互趋同的独立输入比非趋同或单一来源的输入更具证据力——这也是严肃学术探究所预设的基本原则。这一预设在该框架内并非循环论证；它是该框架与更广泛的学科化知识构建实践所共有的基础认识论原则。

第三种变体：反对者认为，即便承认存在独立输入，这种趋同也可能由某种更深层的共同原因所解释，而这种原因恰恰是任何单一模式都未能追踪到的——例如共同的偏见、共同的认知局限，或是共同的文化产物。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跨模式验证这一学科正是对此的回应。 当论证性理性、沉思性直觉认知，以及跨越截然不同文化与方法的趋同验证，共同产生了趋同的论断时，那些试图解释这种趋同的共同原因假说，就不得不承担越来越重的解释负担。 若要提出一种共同的认知局限，既能解释克耶罗萨满、佛教冥想者、希腊哲学家和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之间的趋同——横跨前文字、文字、理性主义和启示性等认识论范畴——这种假设比“该领域真实存在”这一替代方案更具挑战性。 三模态认识论将“共同原因”的反对意见视为一种假说，需通过汇聚现象的特殊性来反驳，而非将其视为该框架必须预先解答的默认前提。配套的《五种制图法》论文在制图层面展开了这一反驳。

针对循环论证的反对意见，其最强形式可通过证明跨模式验证是支配所有严肃探究的交叉验证结构来予以正确回应。该框架并非以任何可被质疑的方式自我奠基；它是在标准科学意义上的多重奠基，且应用于一个原本被任意限制为仅采用三种模式中的一种的领域。



VII. 模式标记作为操作性纪律

三模态认识论的操作性表达即“模式标记”这一学科——即在阐明每个主张时，明确关注哪些模式对其进行了验证。若缺乏这一学科，该框架将默认退化为单模态运作；关于现实的主张将在文本中未加标记地流过，读者无法重构其主张的性质，而跨模态验证结构也将消解为修辞姿态。

该纪律采取四类标记的形式，既内化于和谐主义实践之中，又可被外部读者解读。和谐主义学说指代该体系视为自身认知的内容——即构成该体系本质的形而上学、人类学及架构学主张的阐释。 经验证据指代当前第三人称探究（包括认知科学、比较解剖学的汇合发现以及关于冥想状态的当代研究）所支持的内容。传统主张指代特定命名传统在其自身认识论范畴内所持有的内容。开放性问题指代真正尚未定论的内容——即该体系尚未承诺的主张、证据尚存争议、或仍在酝酿中的表述。

每种标记对应三模态体系下的不同验证状态。教义标记的是那些已通过该体系当前所阐述的全部三种验证模式的主张。经验证据标记的是那些虽已通过第三人称经验模式的论述分析与趋同确认，但尚未完成完整三模态验证的主张——通常是因为尚未运用冥想模式， 或因经验证据尚未与更广泛的理论阐述相整合。传统主张标记的是在特定传统知识体系内（即该传统沉思实践与论述体系所认可的）通过验证的主张，但尚未经过跨传统趋同检验或该检验结果尚未定论。**开放性问题*标记那些尚未在任何模式下获得最终通过的论断，或是通过一种模式测试但在另一种模式下失败或仍未定论的论断。每种标记都秉持诚实原则，均有助于读者对论断进行恰当的权衡。

这一做法并非学术礼仪；它是致力于“模式区分性”的认识论体系的表层体现。若无此标记，该体系便无法被践行。有了它，该体系便能为任何传统或认识论背景的读者所理解，因为这些标记对应着任何足够严谨的认识论体系都能识别的验证状态。一位拒绝调和主义学说但信任第三人称经验证据的读者，可以参与带有“经验”标记的主张； 一位拒绝经验自然主义但信任传统见证的读者，可以参与带有传统标记的主张；一位对这三者都持开放态度的读者，可以参与所有内容；在每种情况下，标记都使这种参与成为可能。

该学科体系也是对《对齐人工智能中的教义忠诚度》论文在制度层面诊断出的特定当代问题的回应。观察发现，经过对齐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会系统性地模糊这四个类别——将教义立场软化为对齐制度所训练的任何共识，用虚幻的争议来修饰经验性主张，将传统主张降级为“观点”，同时却不对对齐制度自身的观点进行标记。 三模态认识论是“教义忠实”架构在部署层所实施的底层认识论学科。对齐机制未能遵循该学科；架构层面的应对措施则恢复了它；而底层的哲学立场正是本文所阐明的立场。



VIII. 三模态框架所开启的可能性

本文提出的立场是一种认识论制度，在此制度下，和谐主义（和谐主义）的其余部分才得以作为哲学工作被理解。《宇宙的和谐》（和谐实在论）提出了一项实质性的形而上学主张——即宇宙中遍布着作为生命组织智能的宇宙智能（Logos）。 该主张拥有经验支持、传统佐证及论述一致性。三模态认识论正是使这三条支持线索被视为联合证据，而非三个可信度各异的独立来源的框架。若无此框架，该形而上学主张将被迫接受其本不旨在满足且永远无法满足的认识论标准（单模态第三人称经验主义）的检验。 有了这一框架，该主张便可依据与其性质相符的标准进行评估，而累积证据的力度十分强劲。

灵魂的五种图景 提出了一项证据主张——即五种独立的文明传统，使用其地理和语言隔绝所不允许协调的词汇，绘制了相同的内在疆域。该主张依赖于“趋同确认”作为一种合法的认识论模式。若无此模式，这种趋同至多不过是令人感兴趣的文化奇观，至多不过是比较主义的产物。 当该模式遵循本文所提出的制图标准时，这种趋同便构成了证据。

对齐人工智能中的教义忠诚度 提出了一项架构主张——当代对齐训练引入了实质性的规范性承诺，这些承诺会系统性地破坏任何立场与主流共识相悖的传统传承，因此需要在语境工程层面上采取架构应对措施。该主张在两个方面依赖于三模态认识论。 本文所捍卫的传统本身就植根于三模态认识论体系；而这种架构性回应，本身就是将模式差异性应用于AI部署层的操作性体现。

前四篇论文与本文共同构成了一个整合的哲学立场。《哲学间的和谐主义》对此进行了定位。 《教义忠实性》展示了该立场所产生的工程成果。《和谐现实主义》阐明了其核心形而上学主张。《灵魂的五种图谱》呈现了汇聚的证据。《和谐认识论》——即本文——阐明了上述所有内容作为哲学工作（而非次等产物）运作的认识论范式。

该立场尚有未决问题，本文亦未予定论。当不同模式产生分歧时，如何进行精确校准——即当论证性理性指向一种结论、沉思性直觉认知指向另一种结论，而汇聚性确认又保持沉默时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该框架并未给出封闭形式的答案； 实际上，模式间的分歧表明该主张尚未定论，且需要在每种模式下进行进一步研究，但模式权重的抽象决策理论结构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哲学课题。沉思性直接认知是否可由任何愿意付出努力的人可靠地获得，抑或需要特定的传统启蒙仪式——从而限制了谁能作为沉思性输入来源——这是一个该框架并未排除的现实问题。 将传统证言视为证据的方法论——即何种传统报告可被引用，何种仅具启发性——需要比本文所提供的更详尽的阐述；《五种图谱》的标准是一个具体案例，但其背后的普遍方法论在哲学层面上尚未得到充分阐明。

这些都是公开提出的开放性问题。 诚实的报告必须如此表述。三模态认识论并不自诩为一套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它主张自身是足以容纳人类实际所知之物的结构框架，且重要工作仍需在框架内部而非边界处进行。

该框架所能实现的——这也是本文的最终论点——是为那些被后笛卡尔主义共识逐渐排斥的认知模式，重拾哲学上的严肃性。 这并非回归前现代的认识论天真，而是构建一种整合性结构，使沉思性探究、传承性证言以及汇聚性的比较形而上学能够与论证性理性及经验调查并行，共同作为哲学工作而运作。曾将它们排除在外的哲学定式虽源于哲学动机，却逐渐被过度延伸。 本文所阐述的立场，正是这种既吸收该范式正确之处，又拒绝其被否定的内容的整合性制度。随之而来的工作——形而上学的、制图学的、建筑学的、文明层面的——正是该制度所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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